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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空间集聚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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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 201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 23个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进行了综合评

价，以此为基础，考察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并深入探究了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集聚模

式。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呈现相对稳定的良性提升态势，但地区内现代服务业梯度发展特征显著；

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中部地区区域内差异较大且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区域内差异

是影响现代服务业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但考察期内呈下降趋势，

空间集聚模式以低—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的城市较少且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高

水平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据此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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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发展现代服务业由此上

升为国家战略，已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1]。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这充分明确了现代

服务业发展的新方向、新目标、新要求，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本质要求。因此，发展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度

信息化、高人力资本含量等典型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培育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领域、推进

产业转型升级的有力支撑，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2016年 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指出长三角城市群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最

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2]。此

外，《规划》又进一步对长三角城市群进行顶层设计，明确了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任务。其中，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

融合是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强化主导产业链关键领域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金融、商贸、物

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是实现双链融合的重要渠道。因此，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长三角城市群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

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一体化的新引擎和新动力。在此背景下，本文关注的问题是：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

业发展整体情况如何？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存在，其来源及成因是什么？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

呈现怎样的空间分布，换言之，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具有怎样的空间集聚模式？回答以上问题，不仅有助于各地政府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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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本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也可以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布局优化和一体化发展提供实证依据和决策参

考。 

现代服务业是在工业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主要是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发展起来的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

与传统服务业相比，现代服务业是工业化发达阶段产生的具有高交互性、高创新性、高附加值性的产物[3]，已成为转变经济增长

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举措[4]。结合学者的相关研究，虽然研究视角各有差异，但对现代服务业内涵的理解基本形

成了一致意见，将其界定为：以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为主要支撑，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包括经过技术改造升级

的传统服务业，以及伴随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兴服务业[5]。这一界定成为本研究构建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重

要依据。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体系构建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指挥棒”和“航向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从评价指标体系看，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构建了各有差异的评价指标体系。胡玉霞（2015）从规模、结构、效益与环境相结合

的视角构建了现代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6]；张海波等（2018）从交通基础、经济贡献、增长潜力三个方面构建了包含 16 个二级

指标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指标体系[7]。从评价方法看，学者们主要采用了客观赋权法确定其权重系数。如袁峰等（2016）采用突变

级数法对“一带一路”沿线 18 个省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8]；吴翔凌等（2018）运用改进熵权法对福州市现代服

务业发展竞争力进行了定量测算[9]。部分学者还从实证的角度进一步考察了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及空间分布特征。林晓

薇等（2017）利用 Kernel 密度估计动态特征分析方法，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地区考察了“十二五”期间中国 31

个省（不含港澳台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差异特征[10]；罗芳等（2019）基于行业集中度、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对辽宁省现

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布状况展开研究[11]；沈小平等（2017）通过测算空间基尼系数、专业化指数、行业内企业集中度对珠三

角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集聚度做了简要分析[12]。 

已有研究为考察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状况、区域异质性及空间分布特征奠定良好基础，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具体表现为：

在研究对象方面，大多数学者从省际视角考察现代服务业发展竞争力，基于城市群视角的考察较为匮乏，而伴随着各种生产要

素的不断集聚、开放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群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基于现代服务业内涵

与外延理解的不同，学者们构建的指标体系各有特色，但都注重从宏观角度对现代服务业进行评价，缺乏从细分行业角度构建

指标体系。在评价方法方面，多数文献采用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对测度指标进行赋权，层次分析法在确定权重时易受主

观因素干扰，主成分分析法在确定权重时未充分考虑指标自身的相对重要程度。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

水平测算的科学性，而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在增强结果对比性的基础上避免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弥补了其他方法的相对不足。在

研究内容方面，多数学者对现代服务业的研究停留在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关赋权方法及计算模型进行测算的阶段，

仅部分学者就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或空间集聚展开研究，而未涉及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关联格局

分析，未能揭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来源及空间分布特征。 

鉴于已有研究的局限性，本文从城市群视角考察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异质性及空间关联特征。首先，基于

201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 23个城市现代服务业的指标数据，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进行客观赋权，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

务业发展水平；其次，采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对数离差均值考察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异状况并予以分解，

进而揭示其相对差异大小及来源；再次，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关联特征；最

后，基于上述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及启示。 

二、研究方法 

（一）纵横向拉开档次法 

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测度是一种基于多因素的综合评价问题，既需要从时间角度反映出 2015—2018年长三角

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变化规律，也需要从空间角度探讨某一年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横向对比差异状况，因此应用横截面及时

间序列数据的静态评价方法不适用于解决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鉴于此，本文引入一种确定权重系数的动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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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纵横向拉开档次法。该方法分别从横向和纵向角度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有效解决时间和空间双维度的综合评价

问题。其基本思想是最大限度地体现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从而找到对应的权重系数。具体步骤如下： 

假设有 n个被评价对象 u1,u2,u3，…，un，每个被评价对象都有 m个相同的评价指标 x1,x2,x3，…，xm，按时间顺序 t1,t2,t3，…，

tk组成一个时间序列数据表，对表中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数据表{xij(ts)}。 

首先，确定评价模型。对于时刻 ts(s=1,2,3，⋯，k），取如下综合评价函数： 

 

其中：s=1,2,3，⋯，k;i=1,2,3，⋯，n;j=1,2,3，⋯，m;wj(j=1,2,3，⋯，m）是 xj的权重系数；xij(ts)是 ts时刻第 i个被评价

对象的第 j个指标经过标准化后得到的值；ui(ts)是第 i个被评价对象在 ts时刻的综合评价值。 

其次，确定指标权重系数。由于确定权重系数 wj 的原则是尽可能体现出时序立体数列表中各评价对象之间的最大差异，因

此可以计算 us(ts)的总离差平方和，即 

 

由于在公式（1）中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因此 ui(ts)的样本标准差和样本均值分别为 1和 0。于是有： 

 

从而 

 

其中：w=(w1,w2,⋯,wm)
T;H=s=∑

k
1Hs为 m×m的对称矩阵；Hs=Xs

TXs(s=1,2,⋯,k)。并且 

 

为满足权重的基本要求，保证 wT×w=1，确定权重系数 wj的问题就转化为线性代数求解问题，即在限定 w取值情况下，寻找

使σ2取得最大值的 w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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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2取最大值的条件是 w为矩阵 H最大特征值λmax对应的特征向量。以上问题的求解可以通过 MATLAB等软件进行。 

通过上述步骤即可得到被评价对象各指标的权重系数，从而得出被评价对象在各年的评价值。关于评价对象在一段时间内

的综合评价值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即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的基础上考虑时间对评价对象的影响，因此本文引入“厚今薄古”的

时间加权思想
[13]

，对时间进行加权，求出被评价对象综合评价值。首先，对时间序列 t1,t2，…，tk进行加权，假设 ts(s=1,2,⋯,k)

的权重系数为φs，于是有： 

 

最后，用时间加权系数对各时期的评价值进行加权求和，如下式所示： 

 

其中，vi是一段时期内被评价对象的综合评价值。 

（二）区域异质性测度方法 

在研究产业发展区域异质性问题时，学术界通常借鉴收入不均等的分析方法[14]，主要包括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

泰尔指数（Theil index）、对数离差均值（MLD）等指数。鉴于不同的差异测度方法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本文将同时运用基

尼系数（GINI）、泰尔指数（TI）、对数离差均值（MLD）三项指数进行测度，以期对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进

行更为全面科学的测算。 

(1）基尼系数（GINI）。基尼系数（GINI）由经济学家基尼提出，最先主要用于衡量财富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现在被广泛应

用于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取值介于 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表示地区产业发展差异越大。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为样本个数；ei为各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值按从小到大排序后第 i个评价对象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发展水平；

μe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均值。 

(2）泰尔指数（TI）与对数离差均值（MLD）。泰尔指数（TI）和对数离差均值（MLD）由经济学家泰尔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

概念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取值介于 0～1之间，其值越大表明地区产业发展的差异越大。泰尔指数（TI）和对数离差均值

（MLD）具有将地区总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的特点，对研究区域差异变动及来源具有重要作用。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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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I(e)为泰尔指数；MLD(e)为对数离差均值；n 为总地区数；ei 为各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值按从小到大排序

后第 i个评价对象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μe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均值。 

通过对泰尔指数（TI）和对数离差均值（MLD）进行分解，可以分别衡量不同地区区域间和区域内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

异。分解过程如下：假设集合 n被分成 k组，每组 nk(k=1,⋯,m)相应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向量为 em，均值为μk。 

泰尔指数（TI）分解公式如下： 

 

对数离差均值（MLD）分解公式如下： 

 

其中：n为总地区数；nk(k=1,⋯,m)为地区分组数，占总地区数比重为φk=nkn;e
k
为每组对应的区域间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评

价值；μk为区域间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均值；W为 m个组不等值的加权平均，表示区域内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B由各

区域间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换算为相应组均值计算得出，表示区域间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 

（三）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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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ESDA）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用于反映同一

地理区域内不同地区某一属性值和邻近地区同一属性值的相关程度，这种相关程度又称为空间自相关。ESDA 按功能不同可以分

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中，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用于反映某一属性值在同一地理区域的相关程度，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用于反映某一地理区域内某个地区与其邻近地区的空间关联类型。因此，本文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考察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关联格局及其演变趋势。 

(1）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主要反映某一属性值在某一地理区域整体内的空间关联程度，全局空间自相关

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为总地区数；xi、xj地区单元 i和 j的属性值；Wij是空间权重矩阵。Moran’sI表示地区单元的整体空间相关程度，

在本研究中，该指数表示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在整个长三角城市群整体范围内的空间相似程度。Moran’sI指数的取值介于-1～

1之间，其值越大表示地区空间相关性越高。当 Moran’sI>0时，表示该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呈空间正相关分布，即现代服务业

发展水平在长三角城市群呈集聚分布；当 Moran’sI<0 时，表示该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呈空间负相关分布，即现代服务业发展

水平在长三角城市群呈离散分布；当 Moran’sI=0时，表示该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呈独立的随机分布。 

(2）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反映某一属性值在整体范围内的空间关联程度，但不能确定具体的空间聚集区

域，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以解决全局自相关掩盖的局部空间聚类显著程度及聚类类型的区域定位问题
[15]

。因此，本文采用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内各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其邻近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关联类型进行分

析，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一般采用 LISA集聚图和 Moran散点图来说明地区某一属性值的空间相关性分布。其中，LISA集聚图将

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城市在图中以不同的颜色标示出来。Moran散点图分为四个象限，横轴表示变量的评价值，纵轴表示空间滞后

变量的取值。第一象限为高—高（H-H）空间关联分布，属性值间差异较小，且区域单元与邻近单元均为高属性值；第二象限为

低—高（L-H）空间关联分布，属性值间差异较大，低属性值被邻近单元的高属性值包围；第三象限为低—低（L-L）空间关联

分布，属性值间差异小，区域单元与邻近单元皆为低属性值；第四象限为高—低（H-L）空间关联分布，属性值间差异大，高属

性值被邻近单元的低属性值包围。 

三、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综合评价 

（一）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现代服务业是以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为主要支撑，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服务业，包括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的传统服务

业，以及伴随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而产生的新兴服务业[5]。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依托于自身产业发展基础条件，也要靠社会、经

济、科技等资源的共同作用，更需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鉴于此，本文立足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

从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一套全面科学的现代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为促进现代服务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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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现代服务业发展机遇提供决策参考。 

(1）发展基础。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保障，是培育和形成现代服务业新经济增长点的有力抓手。

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是现代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自身所体现的相对稳定的基础条件，反映了各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发展综合情况

以及现代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和绩效[16]，由此本文从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两方面衡量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情况。

其中，产业规模以总量指标为主，从宏观层面反映各地区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状况，产业规模的过大和过小对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都会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因此合理的产业规模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产业结构与产业规模有一定关系，反映现代

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的结构关系。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优化现代服务业产业结构对提高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和质量有重要作用，

因此产业结构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基础的重要表征之一。 

(2）发展潜力。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以产业发展基础条件为前提，是促进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

推动力，是进一步扩大现代服务业市场份额的重要力量。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是某一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在资源充分利用和有效

支配条件下能够实现经济最大限度发展的潜在能力[17]，反映地区现代服务业未来发展的后在潜力，具体表现为该地区现代服务

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贡献以及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未来成长能力。因此，社会贡献和成长能力是反映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的重要

指标。其中，社会贡献反映了现代服务业为地区和社会创造和支付的价值，具体表现为现代服务业创造的就业贡献和行业经济

贡献；成长能力反映的是现代服务业扩展自身发展空间的潜力，而居民消费和产业增长情况是经济转型中激发现代服务业发展

潜力的有力马车，因此成长能力可通过居民消费和产业增长状况来表征。 

(3）发展环境。地区发展环境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依托，是现代服务业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是促进产业健康有序

发展的保障。良好的环境可以为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提供有效支撑，因此，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是现代服务业评价体系的

重要指标之一。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是指影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有形的“硬环境”和无形的“软环境”。其中，“硬环境”是

支撑现代服务业平稳发展的基本保障，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外部环境支持；“软环境”是衡量现代服务业发展程度

的关键性指标，也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建设的重要着力点，为现代服务业环境发展提供必要的人才、科技、政府等资源支撑。

因此，环境支持和资源支撑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环境的重要表征。 

基于上述理论依据，本文在深入把握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全面性、整体性、可获得

性、可比性、系统性等原则，构建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发展环境三个准则层，并以此为依据，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包

含产业规模、产业结构、社会贡献、成长能力、资源支撑和环境支持 6 个一级指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额、现代服务业增加值

占 GDP 比重、现代物流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等 24 个二级指标的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 1

所列。 

表 1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单位 

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发展 

基础 

产业 

规模 

固定资产投资额 0.0464 亿元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0.0477 % 

产业 

结构 

现代物流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 0.0206 % 

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 0.0421 % 

科创服务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 0.0437 % 

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 发展 产业 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 0.0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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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结构 生活性服务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 0.0212 % 

发展潜力 

社会 

贡献 

现代服务业劳动生产率 0.0471 元/人 

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 0.0482 %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0485 元/人 

人均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金额 0.0476 元/人 

人均邮政业务总量 0.0472 元/人 

成长能力 

人均全年生活消费支出 0.0464 元/人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0.0467 元/人 

现代服务业生产总值增长率 0.0281 % 

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增长率 0.0319 % 

发展 

环境 

资源 

支撑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0.0457 人 

专利申请受理量 0.0471 项 

科学事业费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比重 0.0367 % 

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比重 0.0264 % 

环境 

支持 

城镇化率 0.0468 % 

人均 GDP 0.0452 元/人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0.0465 万册 

城市园林绿化面积 0.0475 万公顷 

 

（二）研究对象、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1）研究对象。本文从城市群角度出发，以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内的 23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长三角城市群是国家“两横三纵”

城市化格局主要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是长江经济带的引领发展区，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辐射中西部地区、带

动全国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规划》明确指出“将长三角城市群建设成为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因此，以

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探究其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及内部空间特征，对形成以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鉴于池州、绍兴、金华数据缺失，本文基于《规划》中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界定，选取上海、合肥、南京、无锡、苏州、杭

州、宁波、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宣城、常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嘉兴、湖州、舟山、台州等 23

个城市为具体研究对象。 

(2）数据来源。根据《“十三五”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对现代服务业内涵的阐述，以及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

关于现代服务业发展重点领域的相关描述，本文将现代服务业划分为 12大领域，包括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

电子商务业、旅游休闲业、科创服务业、文化创意业、健康服务业、商务会展业、现代商贸业、房地产业、家庭服务业等产业。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产业部门分类表，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房地产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作为产业数据来源。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

国统计应用支持系统，其中部分数据由统计数据计算所得，如现代服务业增加值由上述 11个产业增加值加总所得。 

(3）数据预处理。由于各指标数据存在量纲、量级不一致的现象，在通过数据搜集得到各指标观测值后，需要对原始数据

进行处理，即指标数据一致化处理和指标无量纲化处理。由于本文数据均为正向指标，指标数值越大越好，无须进行一致化处

理。因此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采用 Z-score标准化方法，其基本原理是用指标数据减去平均值再除以标准差，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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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ij(ts)是标准化后的数据； 为原始指标数据的平均值；uj(ts)为原始指标数据的标准差。 

（三）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时空演化格局，在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运用纵横向拉开档

次法计算各城市现代服务业综合评价值及排名，见表 2所列。同时，基于上述测算结果，通过 SPSS21.0软件，运用 K-均值聚类

分析对 201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最优分割，见表 3所列。 

表 2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结果 

城市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综合评价值 

评价值 排名 评价值 排名 评价值 排名 评价值 排名 综合值 排名 

合肥 1.1082 7 1.1682 7 1.3915 5 1.3285 5 1.2933 5 

芜湖 0.6361 17 0.7172 15 0.6891 15 0.7221 14 0.7026 15 

马鞍山 0.4925 20 0.5294 20 0.5522 19 0.5778 19 0.5519 20 

铜陵 0.6383 16 0.9303 9 0.4587 20 0.4235 20 0.5569 19 

安庆 0.2521 22 0.1777 23 0.3632 22 0.2622 23 0.2746 23 

滁州 0.1903 23 0.2631 22 0.3621 23 0.3195 22 0.3081 22 

宣城 0.2639 21 0.2791 21 0.3845 21 0.3345 21 0.3314 21 

上海 3.1712 1 3.2050 1 3.2252 1 3.2071 1 3.2085 1 

南京 2.1048 2 2.0792 2 1.9788 3 2.0337 2 2.0335 2 

无锡 1.2144 5 1.1927 5 1.2106 6 1.2224 6 1.2121 6 

常州 1.0077 8 0.9662 8 0.9205 9 1.0033 8 0.9715 8 

苏州 1.7093 4 1.6366 4 1.5740 4 1.6700 4 1.6384 4 

南通 0.9538 9 0.8822 10 0.9306 8 0.9424 9 0.9280 9 

盐城 0.5357 19 0.5533 19 0.6133 18 0.5871 18 0.5830 18 

扬州 0.7247 15 0.6535 17 0.6681 17 0.7532 13 0.7049 14 

镇江 0.8968 11 0.8447 11 0.8327 10 0.7816 12 0.8211 11 

泰州 0.6117 18 0.5909 18 0.6852 16 0.6747 16 0.6548 17 

杭州 2.0447 3 2.0221 3 2.0465 2 2.0199 3 2.0308 3 

宁波 1.1558 6 1.1778 6 1.0519 7 1.1514 7 1.1272 7 

嘉兴 0.8171 12 0.8016 14 0.8150 12 0.8532 10 0.8278 10 

湖州 0.7740 14 0.6964 16 0.6940 14 0.6840 15 0.6985 16 

舟山 0.9143 10 0.8288 12 0.8203 11 0.6504 17 0.7634 13 

台州 0.7829 13 0.8041 13 0.7321 13 0.7975 11 0.7778 12 

 

表 3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聚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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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城市 

第一类 上海 

第二类 合肥、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 

第三类 

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宣城、常

州、南通、 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嘉兴、

湖州、舟山、台州 

 

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2015—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稳中有升，且增速较小、增幅较稳，各市均具有自身发

展优势和潜在竞争力，仅个别城市（铜陵、常州、镇江、湖州、舟山）出现明显下滑趋势。由此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

业发展综合水平在不断提升，与城市群总体发展趋势契合。结合表 3 进一步分析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表现

出相对显著的梯度发展特征，具体可分为 3类。 

上海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在长三角地区处于领先地位，被归为第一类，其 4 年间综合评价值为 3.2085，与其他城市相比领

先优势突出。究其原因，上海在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发展环境方面都稳居第一。通过探寻上海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发现，上海市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现代市场体系、现代金融体系、先进的港口基础设施、高效的航运服务体系以及便捷的交通运

输网络，为加快现代服务业内部产业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上海市政府高度重视现代服务业发展，2005—2019 年先

后制订了《关于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政策意见》《上海市政府电子政务“十三五”发展规划》《上海市现代物流业发

展“十三五”规划》《上海市旅游业改革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规划，为发展现代服务业创造了

良好的政策环境。 

合肥、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宁波归为第二类，其综合评价值介于 1.1272～2.0335之间，仅次于上海。可以看出，合

肥、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和宁波 6市 2015—2018年的排名变动幅度在 2上下，基本保持不变。虽然以上 6市的现代服务业

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也存在滞后因素，例如，合肥市在发展潜力方面的得分较低，短板指标涵盖人均全年生活消费支出和年

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出合肥市居民生活水平有待加强，工资待遇有待提高。无锡市在发展基础方面的得分较低，短板指标包

括现代物流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科创服务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以及金融

服务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表明无锡市现代服务业内部结构布局不合理，其现代服务业以生活性服务业为主，以现代物

流业、信息服务业、科创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较为匮乏。根据《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

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无锡市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坚持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加快现代服务业内部产业

结构调整。宁波市与无锡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类似，需要通过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比重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逐步

提升。 

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宣城、常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嘉兴、湖州、舟山和台州 16个城市属

于第三类，其综合评价值介于 0.2746～0.9715之间。分析可知，芜湖、铜陵、扬州、舟山 4市排名变动幅度较大，其他城市基

本保持稳定。此外，铜陵和舟山排名下降明显（铜陵-4，舟山-7），铜陵在发展环境方面相较于 2015 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弱化指标包括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专利申请受理量、教育事业费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比重、城镇化率、人均 GDP、公共

图书馆总藏量以及城市园林绿化面积，反映出铜陵市在教育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究其原

因，铜陵市在人才培养方面，缺乏高质量人才培养基地，纵观全市仅铜陵学院、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和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三

所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虽然铜陵市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并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但是科技创新平台，包括与各

大高校合作的产学研办公室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园建设仍然薄弱，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低。舟山在发展基础、发展潜力两个方面相

较于 2015年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弱化指标包括固定资产投资额、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占现代服务业比重、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现

代服务业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金额、邮政业务总量以及现代服务业从业人数等，反映出舟山市在

投资规模控制、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安庆和滁州两市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处于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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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末端，其综合评价值均低于 0.3081，滁州在 2017年通过提升其发展潜力将综合评价值提高到 0.3621，但到 2018年又降

回 0.3195；安庆在发展基础、发展潜力、发展环境三个方面的得分均较低，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很难有质的突破，始终处于长

三角城市群的末端。 

四、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区域异质性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为揭示其差距大小及差异来源，本文利用基尼系数

（GINI）、泰尔指数（TI）、对数离差均值（MLD）测度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的总体地区差距，并依据中国东部、中部、西部

的空间尺度对泰尔指数（TI）、对数离差均值（MLD）进行分解，以此揭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差距的主要来源，计算

结果见表 4、表 5所列。 

表 4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区域异质性测算 

项目 GINI TI MLD 

GINI 

增长率 

（%） 

TI 

增长率 

（%） 

MLD 

增长率 

（%） 

2015年 0.3403 0.1976 0.2072    

2016年 0.3346 0.1935 0.2023 -1.68 -2.07 -2.40 

2017年 0.3214 0.1770 0.1662 -3.93 -8.52 -17.82 

2018年 0.3351 0.1893 0.1869 4.27 6.93 12.44 

最大值 0.3381 0.1950 0.2032 4.13 6.70 12.05 

最小值 0.3200 0.1755 0.1646 -3.83 -8.27 -17.24 

平均值 0.3329 0.1893 0.1906 -0.45 -1.22 -2.60 

 

表 5长三角城市群分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泰尔指数、对数离差均值分解结果 

项目 
泰尔指数分解结果 对数离差均值分解结果 

东部 中部 区域间 区域内 总差异 东部 中部 区域间 区域内 总差异 

2015年 0.1343 0.1609 0.0591 0.1384 0.1976 0.1243 0.1693 0.0693 0.1380 0.2072 

2016年 0.1445 0.1806 0.0426 0.1509 0.1935 0.1326 0.2028 0.0483 0.1540 0.2023 

2017年 0.1397 0.1331 0.0385 0.1385 0.1770 0.1251 0.1180 0.0432 0.1230 0.1662 

2018年 0.1403 0.1593 0.0457 0.1436 0.1893 0.1282 0.1501 0.0520 0.1348 0.1869 

平均值 0.1397 0.1585 0.0465 0.1428 0.1893 0.1276 0.1601 0.0532 0.1374 0.1906 

 

（一）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总体异质性 

根据表 4，从总体趋势看，GINI、TI、MLD 均呈现出先减后增的“V”型变动趋势，仅在变化幅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

MLD 变化最大，GINI 变化最小。三种指数测算结果表明，考察期内总体地区差距缓慢下降，但长三角城市群仍存在较为显著的

空间非均衡特征，如 2018年，GINI、TI、MLD分别为 0.3351、0.1893、0.1869，仍处于较高水平。从地区差异下降速度看，以

2015 年为基期，GINI、TI、MLD 年均下降 0.45%、1.22%、2.60%，降速较为缓慢，但仍有个别年份下降速度较快，如 2017 年总

体地区差距相较于 2016年下降 3.93%、8.52%、17.82%。从地区差异演变过程看，尽管地区差距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其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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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性，GI-NI、TI、MLD由 2015年的 0.3403、0.1976、0.2072下降至 2017年的 0.3214、0.1770、0.1662，

下降幅度超过 5.55%、10.41%、19.80%，此后上升，2018年达到 0.3351、0.1893、0.1869，增幅分别为 4.27%、6.93%、12.44%，

为考察期内次高点。总的来说，考察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区域差异呈现“V”型变化趋

势，与考察初期相比有所下降。 

（二）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区域异质性 

根据表 5，泰尔指数与对数离差均值分解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印证了本文选取指标体系的合理性以及方法的可靠性，由此

下文仅对泰尔指数分解结果进行详细分析。从考察期内均值来看，区域内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就区域内差异来看，长三角

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区域内差异最大，远大于东部地区。具体而言，2015—2016 年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差异超过东部

地区，2017年东部地区差异短暂超过中部地区，2018年中部地区差异再次超过东部地区。从演变趋势来看，东部地区现代服务

业区域差异样本期内大致不变，与 2015 年相比，2018 年区域差异年均上升 1.5%，上升速度较慢。而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区域

差异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波动态势，具体来说，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的区域差异由 2015年的 0.1609上升至 2016年的

0.1806，上升幅度为 12.27%，此后又呈下降趋势，2017 年下降至 0.1331，达到考察期内最小值，2017—2018 年中部地区现代

服务业区域差异呈现上升趋势，达到次高点 0.1593。 

总的来说，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区域内差异远大于区域间差异且呈继续扩大趋势，区域内差异是影响现代服务业

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中部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差异相对较小，这可能是由于早期长三角东部地区提出“打造现代服

务业中心”的战略定位，并高度重视区域内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而中部地区缺乏对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注，不同城市之间现

代服务业建设步伐逐渐拉开，造成这种现代服务业区域内发展差异较大的空间异质现象。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应积极转变发展

理念，加快现代服务业“一体化”发展进程，增强城市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协调性。 

五、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集聚模式 

上述测算结果反映了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相对差异大小及差异来源，但却无法从具体城市单元体现其差异的空

间关联及分布演变特征，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能够有效刻画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因此，接下

来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集聚模式进行深入探讨。 

（一）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201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全局 Moran’sI指数见表 6所列，其中 E[I]为数学期望值，SD为标准差，

P值为显著性水平。 

表 6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全局 Moran’sI指数 

年份 Moran'sI E[I] SD P值 

2015 0.0554 -0.0455 0.0508 0.042 

2016 0.0346 -0.0455 0.0418 0.030 

2017 0.0149 -0.0455 0.0426 0.050 

2018 0.0254 -0.0455 0.0422 0.030 

 

由表 6 结果可知，考察期内各年的 Moran’sI 指数均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认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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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全局空间自相关。根据 Moran’sI测算结果可知，2015—2018年该产业的 Moran’sI值均大于 0，且 2015—2017年长三角

城市群现代服务业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呈下降趋势，2017—2018 年呈现回升趋势。这表明长三角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

关联并非随机产生，结合全局 Moran’sI 指数的测算结果认为，该产业在空间上呈现出一定的空间正相关性，具体表现为现代

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低）的地区趋近于邻近水平相对较高（低）的其他地区。 

（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仅可以体现出现代服务业在整个研究区域空间上的关联性，而无法表征具体区域的空间关联特征，更

无法识别各城市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关联类型。因此，可以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确定是否存在相似或相异的空间关联特征以

及各城市现代服务业的空间关联类型。借助 Geoda软件可以得到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 Moran散点图和 LISA集聚图如

图 1、图 2所示。 

 

图 1 201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 Moran散点图 

图 1 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 Moran 散点图，该图清晰地反映了目标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区域空间相关性。由

图 1可知，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局部自相关具有以下特征：(1)从时间变化趋势看，2015年，落在“高—高”

和“低—低”的点共有 13个，占比达到 56%以上，空间以正相关分布为主。2016年，常州市由“高—高”区向“低—高”区跃

迁，自身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有所衰退，与周边城市的差距拉大。2017 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空间局部

自相关性较 2016年未有改变。2018年，常州市由“低—高”区跃迁至“高—高”区。对比可知，四年间仅常州市出现跃迁现象，

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强的空间稳定性，现代服务业发达城市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带动偏弱。(2)从空间分布来

看，“高—高”集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东部区域，以轴线型分布为主，包括上海、宁波、杭州、苏州、无锡等城市；“低

—高”区分布较为分散，主要发生在“高—高”集聚分布的城市周边，如台州、嘉兴、舟山和镇江等城市；“高—低”区主要

分布在省会城市，如合肥市和南京市，该类城市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建设等方面明显优于周边城市，具有现代服务

业发展的一定基础，因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高，这也反映出长三角城市群重点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但地区整体发展不

均衡，首位度高；“低—低”集聚主要发生在合肥市和南京市周边，呈环形分布，以中部区域城市为主，包括安庆、宣城、扬

州、滁州、芜湖、铜陵、马鞍山等城市。 

图 2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的 LISA集聚图，该图反映了各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关联的显著性。整体来看，

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局部空间相关性以不显著为主，2015 年出现 1 个“高—低”区、4 个“低—高”区及 4

个“高—高”区；2016 年出现 3 个“低—高”区和 2 个“高—高”区；2017 年出现 1 个“高—低”区、2 个“低—高”区和 1

个“高—高”区；2018年出现 1个“高—低”区、2个“低—高”区和 3个“高—高”区。从各城市空间变化趋势看，2015—2018

年处于“高—高”集聚区的城市由杭州、宁波、苏州、上海变为杭州、苏州、宁波，处于“低—高”区的城市由湖州、嘉兴、

台州、舟山变为台州和嘉兴，处于“高—低”区的城市没有变化。具体来看：(1)长三角地区现代服务业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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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部地区，该地区良好的经济区位使得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2)长三角地区现代服务业高—低集聚区自身具有较高的现代服

务业水平，但是极化作用明显，导致周边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落入该区域的城市为合肥。究其原因，长三角城市群

中部城市现代服务业基础薄弱，而合肥对这些优质要素的极化作用明显，同时没能形成良好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形成以省会

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高—低集聚区。(3)长三角地区现代服务业低—高集聚区在空间上主要毗邻现代服务业高水平区域，包括湖

州、嘉兴、台州、舟山。这类城市虽与现代服务业高水平城市毗邻，却没能很好地受其辐射带动，未来现代服务业提升潜力巨

大。 

 

图 2 2015—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 LISA集聚图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了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

平，在此基础上，借助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对数离差均值以及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异

质性及空间关联格局展开进一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整体稳中有升，其增幅较小且增速较稳，

各城市间现代服务业差异显著，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构建“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充分发挥上海龙头

带动的核心作用以及长三角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是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键所在。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存在

明显的区域差异，总体区域差异呈现“V”型变化趋势，与考察初期相比有所下降；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区域内差异远

大于区域间差异且呈继续扩大趋势，区域内差异是影响现代服务业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中部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差

异相对较小。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但考察期内呈下降趋势，位于第一象限高—高集聚的城市数明

显少于位于第二象限低—高集聚和第三象限低—低集聚的城市数，呈现出严重失衡的空间异质现象，现代服务业发展高水平城

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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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厘清自身优势和劣势，补足现代服务业发展短板。从实证结果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整体发展较为平稳，

但各城市发展差距较大，因此，各城市应针对其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短板因素，选择与其所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能够充分发挥

其地区优势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从而有效提高其现代服务业发展质量。具体而言，合肥市的发展潜力相对比较欠缺，应着

力改善收入分配，积极宣传改变消费观念，刺激居民在旅游休闲、家庭服务、文化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的消费；无锡市的现代服

务业短板主要是发展基础较弱，表现为现代物流业、科创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及金融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较为薄弱，无

锡市作为制造业大市，应立足自身制造优势及科技创新资源，促进制造型产业向服务型制造产业转变，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第二，积极主动实施错位和差异化发展战略，促进产业协同发展，缩小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差异。从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

务业发展的区域异质性来看，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存在明显的整体、区域内以及区域间

差异。为缓和这一态势，各地政府应充分发挥其战略引导作用，为实现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培育现代服务业发展新增长极。从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空间格局来看，长三角城

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整体呈现微弱的集聚现象，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分布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但存在“高—高”

区和“低—高”区交错分布、城市间行业发展壁垒明显的现象。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应充分发挥“高—高”集聚型城市对“低

—高”“低—低”型城市的正向拉动作用，同时发挥“低—低”集聚邻近较高水平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有效解决产业发展基

础薄弱、发展潜力不足、发展环境不合理等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的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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